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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如何相助
——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张奇林 刘二鹏 周艺梦

摘 要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完善的背景下，家庭间的互助行为正悄然发生变化。

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对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存续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
实证研究表明，家庭互助行为在当前依然广泛而深刻地存在；家庭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与

亲友联结越深，家族文化越深厚，家庭互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救助收入、家庭

负债情况与家庭互助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家庭收入、家庭政治资本、养老保险收入及

社会捐赠支出等与家庭互助支出形成正向关系。另外，新组建的年轻家庭及老年家庭较其他

类型家庭更有可能获得来自家庭网络内部的接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共同遭遇自然灾害

时，即使是联系紧密的家庭之间，也可能因个体家庭的“自身难保”而使得原有的“互助格局”

濒临瓦解，它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保障在灾害风险化解方面的重要性。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的互动中，传统的家庭互助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保障和福利提升的作用，公共政策应给予保护

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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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伦理学家弗兰克·梯利认为，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联合和利他主义”“情感和行动的合作”是使

人类变得强而有力并优于其他动物族类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面对苦难与困境之时，这种同情和合作精

神的力量会变得更为强大 [1]（P83-89）。佩顿和穆迪将这种行为表述为“对人类固有难题的回应”，并把
具体的回应路径依据主体和形式的不同分为自助、互助、政府扶助与慈善四种，人类通过其中一种或若

干种回应路径的组合来摆脱当前的困境，以实现长足的发展 [2]（P82-98）。
在这几种路径中，基于提高自身能力进而走出困境的自助行为和以个人社会资本作为依托的互助

行为显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设计和供给的规则，它们大多是在人类长期生存繁衍中自发地、无意识地形

成并不断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可看作是一种非正式性的制度安排；而后两者，尤其是以帮扶贫困社

会成员为主要目标的政府扶助政策，则是典型的正式性制度安排¬ [3]。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在正式制度

¬ 旧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学派及历史学派等都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做过不同的表述。尽管这些表达的侧重点、例证及论证手法不一，

但背后的要义和内核却是相当一致的。一般地，正式制度多指人们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设计和供给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政治规则、

经济规则和契约等，它具有人为性、强制性和激变性的特征；而非正式制度则是人们在长期互动中无意识形成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

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是一种自发性、积淀性和缓慢性的文化演进的结果。不过周业安等一些学者则认为，从整体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对于

这两者做简单和明确的区分并无太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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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正式制度的互动过程中，两者截然不同的演进方式和特征将有可能导致包括冲突、融合、此消彼长

或共同演进等在内的多样趋势的发生。一方面，根植于国家或地域独特的价值信念、风俗习惯及文化传

统所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可能具有更强的社会张力，使其对正式制度存在形塑甚至制约的功能 [4,5]。比如，

在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泰国，“仁慈”与“怜悯”的文化氛围使得泰国来自亲友间的非正式帮扶模式成为

主导，而政府的正式制度安排作用始终非常薄弱 [6]（P30-38）。但另一方面，随着现实生活中的习俗和
惯例不断通过试错、纠正和改善形成更多精细化的正式制度后，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范围有可能会不断缩

小，正式制度的调控范围将不断扩大 [7]。

这样的互动与碰撞在中国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显得尤为普遍和激烈。不断完善的现代社会救助制

度和传统福利文化思想影响下的家庭互助模式间的繁复交织，就是一个例证。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救助

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作为一项以政府为主导的正式制度安排有了跨越

式的发展，已逐步建立起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涵盖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临时救助以及

医疗、教育、住房、就业救助在内的较为全面综合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救助的覆盖面及救助水平不断提

高¬。但另一方面，“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则一直是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的常态，在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中，中国家庭以血缘世系、宗族家族、亲友近邻为纽带，通过宗族祭祖、家族文化、年节拜访、礼物

往来以及各种形式的交往，来维持“人情社会”中的“关系”，从而达致相互依赖、扶助、接济甚至是共同防

范风险的目的 [8]（P41-64）。这一路径充分介入和处理着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嫁娶、繁衍、就医等
各种家庭重大事件，使得家庭成员在无法开展自助的情况下，能够通过“患难相顾、有无相济、缓急相通”

的方式维持基本生活 [9,10]。

在社会保障制度日臻完善的背景下，传统的家庭互助模式能否持续？它的存续方式和作用引起了一

些研究者的关注，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一些学者基于对中国乡村地区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的经济转型导致了传统宗族出现重构或瓦解的现象，核心家庭独立化的趋势使得家庭间的联系

和互助行为不断弱化 [11,12]。但另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尽管核心家庭成为现代家庭类型的主导并不断趋

向独立化，但亲属圈内的家庭互助倾向却依然明显，亲属之间普遍会在红白喜事等重要事件发生和遭遇

变故时相互帮助，形成具有紧密关联特征的联合体 [13–15]。

不可否认的是，受制于传统文化观念、社会保障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家庭互助行

为特征也有可能不同。比如农村地区家庭多为联结型、扩展型家庭，而城市地区的家庭更加具有核心化

的特征，农村地区家庭间发生互助行为的概率要大于城市家庭，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区的家庭互助频率

要强于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地区。并且正式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区的缺位与低

水平发展会进一步放大与强化这一行为 [16]。尽管诸如经济、物质、人力等是家庭互助行为的基础并构成

了家庭互助行为的内容，但家庭间的互助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弱对强、好对差等单向或线性的模式，而

更多地呈现出有无相通、缓急相援的特征 [17,18]。而对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否会导

致家庭互助行为的弱化或增强，已有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19]。

“守望相依、邻里互助”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但目前国内对中国家

庭互助行为的研究并不多，且大多局限于亲属网络或农村地区村落内部互助行为的研究，在家庭互助行

为的影响因素方面并未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从范式上来看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对于家庭之间经济交

流的设定也较为粗略，常与亲属间的赡养、借贷等经济往来糅合在一起，未能专门地清晰地展现中国家

庭间传统互助行为的现状。本文拟利用最新一轮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尝试对中国家庭

¬ 根据民政部 1996-2016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09 年前名为“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全国城市低保对
象自 1996 年的 84.9 万人增至 2016 年的 1480.2 万人，城市低保平均标准自 2002 年的每月 52 元/人增至 2016 年的每月 494.6 元/人；全
国农村低保对象自 2002 年的 303.3 万人增至 2016 年的 4586.5 万人，农村低保平均标准自 2007 年的 840 元/人/年增至 2016 年的 3744
元/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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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互助行为的存在状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第二种“回应路径”——互助模式在中国社会的
存在现状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遵循准确性、可得性、时效性及覆盖性的原则，在确保数据能够较为准确反映变量含义的同时，

亦着力保证数据的样本量和覆盖面，以尽可能反映经济社会中家庭发展的最新状况。在比较多个数据

来源后，本文最终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作为数据源。CFPS 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ISSS）开展的一项全国性家庭跟踪调查项目，通过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样本数
据，以面访问卷调查、电话访问和访员观察为主要调查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

迁。调查样本覆盖了除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海南、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省以外的 25 个省市
自治区，调查分为村/居模块、家庭模块、成人模块、少儿模块及共用模块，调查问题涉及村/居建设、家庭
经济情况、家庭关系交往情况以及个体健康、教育、职业、婚姻、子女、心理状态等多个方面。本文使用了

CFPS 最新一轮的全国调查数据（2014）以保证其时效性，2014 年调查共包括 13946 个家庭户样本子
库、57739 个家庭关系样本子库和 37147 个成人样本子库，所有样本均编有家庭号、个人号及所在村/居
号，使得研究者可以在不同的数据子库间进行必要的数据匹配。

（二）变量选取

家庭互助行为是本文最重要的被解释变量，对于变量的选择必须能够单独清晰地展现家庭间互助

表 1 家庭互助收支、政府补助收入及社会捐赠收支情况描述性统计

项目 户数 占样本家庭比重（%） 最大值（元） 最小值（元） 均值（元）＋ 总额（万元）

有家庭互助收入 2281 15.9 150000 220 7139.26 1628.48
有家庭互助支出 3750 26.5 220000 50 5088.41 1908.15
小计＋＋ 5700 40.87 — — — —

有政府补助收入＋＋＋ 6787 48.66 100000 160 1499.99 1018.04
有社会捐赠收入 176 1.26 20000 25 839.56 14.69
有社会捐赠支出 2138 15.33 50000 10 428.72 91.61
总样本量 13946

注：＋ 均值以存在该项目的家庭为样本计算；＋＋ 少量“互助收支”均有的家庭已剔除；＋＋＋ 政府补助包括低保、农业补助（包括粮食直补、农

机补助等）、五保户特困户补助、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赈灾款（包括实物形式）等。

行为的状况和趋向。在考量本次问卷的“家庭收支”模块问题后，结合家庭互助的内涵及问卷的可操作

性，最终将以下四个变量作为家庭互助行为的主要代理变量：以被访家庭过去一年“从不同住的亲戚那

里获得了多少现金或实物方面的经济帮助”和“从其他人（如朋友、同事）那里获得了多少现金或实物方

面的经济帮助（不包括社会捐助）”两项收入之和，构建反映被访家庭互助收入状况的变量；以被访家庭

过去一年“给过不同住的亲戚多少现金或实物的经济帮助”和“给过其他人多少经济帮助（不包括社会

捐款）”两项支出之和，构建反映被访家庭互助支出状况的变量¬。根据这四个问题的数据，本文对家庭

互助行为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同时给出数据库中获得政府补助、发生社会捐赠的家庭数据用于对比（见

表1）。可以看到，15.9% 的被访家庭存在互助收入，有 26.5% 的家庭存在对亲友的互助支出，发生互助

¬ CFPS 问卷中较为精确地区分了家庭的各类转移性收支，包括政府补助收入、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和医疗保险）、社会捐赠收支、来自亲友
或给亲友的经济帮助、家庭人情往来开支、家庭债务情况等，为本文刻画家庭间互助行为提供了可信的数据来源。当然，家庭互助不仅限于经

济和物质方面的帮助，还有人力服务、精神支持等，囿于数据源的限制，本文仅以经济和物质方面的帮助作为家庭互助的主要代理变量，这种

做法可能在某些地区或在趋势性判断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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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家庭占比虽低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家庭但高于有社会捐赠项的家庭，并且其具体金额在以上三项

中最大。这说明，中国家庭之间传统的互助行为仍然具有广泛性，且救助力度非常强，这为本文的后续

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先验性证据。影响家庭互助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 [14,20] 的基础

上，结合 CFPS 数据库的特征，同时考虑变量获取的准确性和可获得性，将解释家庭互助行为的因素分
为四个部分：家庭客观条件部分，家庭文化、人际交往和社会网络部分，家庭所在区域特征部分以及政府

和社会责任部分。

家庭的构成、经济实力，或者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家庭的“光景”，是决定一个家庭能否获得来自亲友

的接济或者是否向亲友伸出援助之手的关键因素。通常认为，收入水平越高、闲置资金越多、社会影响

力越大、不存在债务问题的家庭越有能力救济亲友。因此，本文选取了包括家庭规模、家庭人口结构、家

庭收入、家庭教育水平、家庭政治资本、家庭债务情况等在内的 13 个代理变量来刻画家庭客观条件。
以往许多研究亦指出，家庭之间的交往、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也会对家庭之间的互助行为产生重

要影响 [21]。基于此，本文认为，亲属圈家庭间密切的交往和家族观念的深入会促进传统互助行为的发

生。在 CFPS 数据库中选取“过去一年您家与非同住亲戚之间的交往、联络（如聚会、拜访等）是否
频繁”“过去一年您家与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否和睦”两个问题来考察一个家庭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网络情

况¬ [22]，选取“您家是否有家谱、族谱”­ [23]“过去一年您家是否参与家族祭祖/扫墓等活动”以及家庭成
员的宗教信仰和民族归属问题来考察家庭文化情况。

中国地域广阔，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格局明显，家庭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状况也有可

能影响家庭间的互助行为。因此，根据国家统计局《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本文控制家庭的

城乡差别，按东中西及东北四大区域划分控制家庭所处的经济带，并根据访员观察数据细化了家庭所在

村落/城镇居住区的经济情况。此外，自然灾害也是导致家庭陷入困境、急需救济的一大原因，处于自然
灾害频发区的家庭或将面临不一样的救济境况，因此本文将这一因素也纳入了考虑范围。

最后一个部分是政府和社会责任，主要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捐赠对于家庭互助行为的影响。前

文中讨论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间的相互关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有可能使家庭传统的互助

行为逐渐消逝。而慈善捐赠作为社会性的捐赠活动，又与传统互助行为这种“非社会性”的内部慈善活

动在非正式制度的框架内互动。近年来，中国迅速发展的慈善事业是否也会对传统互助行为产生挤出或

挤入的影响？因此，在这一部分本文选取了过去一年被访家庭“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社会捐助收入/支
出额”“收到的离退休金及养老保险总额”“家庭成员是否享有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医疗保险”作为代理变量，来研究政府行为和社会捐赠对家庭互助行为

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

对家庭互助行为的分析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种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即是否存在家庭间的互

助行为；二是这种行为发生的程度，即互助的收入/支出额。前者是“有”和“无”的二元离散变量，后者是
存在多零值（互助支出或收入为 0）的“受限”变量，两者均不符合 OLS 法的经典回归假设。因此，本文
选择 Probit 模型来分析家庭互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问题，选择适合估计存在上限、下限或极限值因变

¬ 调查中还涉及被访家庭过去一年的人情往来重大事件（包括男性娶亲、女性出嫁、小孩出生、孩子考上大学、老人过寿和家人去世等）所形成

的人情收支情况。但本文认为，中国地域广阔导致各个地方的习俗不尽相同，礼物/礼金在价值、内容上差别也很大，并不能够作为衡量家庭社
会网络的有效指标。胡枫、陈玉宇也指出，以人情收支来衡量社会网络有可能存在严重内生性的问题，比如想要获得亲友的大额借贷而送礼，

这已超越维系家庭社会网络的目的。因此，本文放弃了对这类数据的使用。

­ 考虑到传统家庭社会网络具有长期稳定的特质以及家谱、族谱传承性的特点，本文从 2010 年 CFPS 第一轮全国调查数据中匹配了这一个变
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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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受限因变量模型（Tobit）来分析家庭互助行为发生的程度问题。本文所使用的基本模型为：

Probit(y) = α +
n∑

i=1

βixi +
n∑

i=1

γizi +
n∑

i=1

δiνi +
n∑

i=1

θiωi + µ (1)

Tobit(y) = α +
n∑

i=1

βixi +
n∑

i=1

γizi +
n∑

i=1

δiνi +
n∑

i=1

θiωi + µ (y ⩾ 0) (2)

式中，Probit（y）是 Probit 模型下的被解释变量，表示被访家庭有无互助收入/支出的二元离散变量；
Tobit（y）是 Tobit 模型下的被解释变量，表示存在部分零值的互助收入/支出额。根据前文的讨论，本
文将解释变量细化为四个部分：家庭客观条件 xi，包括家庭规模、家庭老年人口数、未成年人口数、家庭

平均年龄的平方、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政治资本、家庭教育状况、家庭重大决策者性别以及家庭债务情

况，β 为其回归系数；zi 为家庭文化、人际交往及社会网络，其回归系数为 γ，具体代理变量包括家庭有

无家谱或族谱、过去一年的扫墓祭祖行为、亲戚间的交往频次、邻里间的和睦程度、家庭宗教信仰情况及

所属民族；νi 为家庭所属区域特征，其回归系数为 δ，代理变量包括家庭所在地的城乡划分、家庭所在地

的东中西及东北四大区域划分、家庭所在村/居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划分以及访员观察的家庭所在
村/居的经济状况判断；政府和社会责任表示为 ωi，θ 为回归系数，代理变量包括政府补助、社会捐赠收
支额和社会保险参与情况，µ 是随机干扰项。表2列出了各变量的名称及赋值操作。

四、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 Probit 模型分析家庭客观情况、家庭文化及人际交往、家庭所在区域特征以及政府
和社会责任四大模块因素对于家庭互助行为存在可能性的影响，然后采用 Tobit 模型进一步考察中国
家庭互助收入额/支出额的影响因素。
（一）从有无互助收入或支出看中国家庭互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在家庭客观条件模块中，收入越高的家庭有互助支出的可能性越大，而接受互济的可能性越小。类

似的还有家庭政治资本，家庭中存在共产党员、民主党派人士以及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职务的成

员越多，其接济亲友的可能性越大；而当家庭存在欠亲友款项时，其越有可能接受来自亲友的接济，同时

也更容易发生互助支出。不过向银行、民间借贷机构借款则没有这样的联系。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向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需要有抵押物，能够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家庭往往有相当价值的抵押物，如果是

房贷，贷款者还会就未来的还贷能力进行自我评估，而亲友借款往往只凭借相互的信任和了解；其二，银

行和其他机构的借款行为更为私人化，可能只有家庭成员知晓借款情况，但是，一旦变为亲友间的借款

举动，则家族邻里都会知晓，从而会出现“一家有难、多方来济”的状态。另外，本文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有

趣的现象。例如，家庭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其从亲友处获得接济或给亲友接济的可能都很小。对此可能

的解释是，尽管劳动力和收入都可能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而提高，但增多的家庭收入会因家庭成员较多

而被稀释，同时家庭负担也随之增加，导致家庭出现“自保有余、助他不足”的境况。

而家庭老年人口越多，其收到互助收入的可能性越大，接济他人的可能性越小。因为老人无劳动能

力且需要供养，甚至因存在较大的医疗开支而成为家庭较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年人口多

的家庭很可能收到来自亲友的接济，但无力再帮助其他家庭。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家庭未成年人越多，

就越有可能对他人进行接济。这似乎有违常理，一般来说，家中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越多，家庭负担可

能越重，则不可能再去帮助亲友。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随着现代社会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不断上

升，愿意抚养更多的孩子说明家庭对于自身的经济实力有更充分的信心，多子女家庭反而更有富余力量

接济周围亲友。另外，家庭平均年龄与传统互助收入间存在显著的正 U 型关系，与互助支出则无明显关
系。说明平均年龄越大的老年家庭或者越小的年轻家庭皆有被扶助的需求，越可能获得来自亲友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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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重要变量名称及赋值

变量名称 赋值操作

被解释变量

家庭是否有传统互助收入 无 =0，有 =1
家庭是否有传统互助支出 无 =0，有 =1
家庭传统互助收入额 连续变量

家庭传统互助支出额 连续变量

解释变量

家庭客观条件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

家庭老年人口 家庭可观测对象中 ⩾ 60周岁的人口数

家庭未成年人口 家庭可观测对象中＜ 18周岁的人口数
家庭平均年龄 家庭成员年龄总和/家庭人口数

家庭平均年龄的平方/100
被访家庭平均年龄的平方/100，测量家庭互助行为与年龄之间是否存
在非线性关系

家庭人均纯收入（万元） 上年家庭纯收入总额除以人口数

家庭政治资本
家庭中有中共党员、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群团等政治组织成员的

累计数量，值越大说明家庭政治资本越大

家庭最高教育年限 家庭可观测成员中的最高教育年限

家庭重大决策者性别 女 =0，男 =1
银行房贷（万元） 家庭在银行所欠的房贷

其他的银行贷款（万元） 除去房贷以外的欠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款项

欠亲友的款项（万元） 家庭欠亲友的金钱数

欠民间借贷机构的款项（万元） 家庭欠非正规借贷机构的金钱数

家庭文化、人际交往及社会网络

有无家谱、族谱 无 =0，有 =1
过去一年有无祭祖扫墓 无 =0，有 =1

亲戚间交往频次
经常交往（每月 1次）=1，偶尔交往（半年 1-3次）=2，不常交往（每年
1-2次）=3，没有交往 =4

邻里间和睦程度 很和睦 =1，比较和睦 =2，一般 =3，关系有些紧张 =4，关系很紧张 =5
家庭宗教归属 家庭中是否存在有宗教信仰的成员：无 =0，有 =1
民族 家庭中是否存在少数民族成员：无 =0，有 =1

家庭所在区域

城乡划分 农村家庭 =0，城市家庭 =1
区域划分 东部家庭 =1，中部家庭 =2，东北家庭 =3，西部家庭 =4
自然灾害频发区 否 =0，是 =1
家庭所在村/居的经济状况 访员观察评价，分 1-7级，级别越高表明该村/居经济状况越好

政府及社会责任

政府补助 家庭收到过低保、五保、农业补助及其他政府补助金之和

社会捐赠收入 过去一年家庭收到社会捐赠的数额

社会捐赠支出 过去一年家庭支出社会捐赠的数额

养老保险 过去一年家庭中领取的离退休金或养老金的总额

医疗保险
家庭成员中享受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补

充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至少一种的 =1,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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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家庭互助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家庭是否有互助收入 家庭是否有互助支出

家庭客观条件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家庭规模 -0.074*** (0.000) -0.049*** (0.000)
家庭中老年人口数 0.169** (0.000) -0.104*** (0.000)
家庭中未成年人口数 0.007 (0.614) 0.042*** (0.000)
家庭平均年龄 -0.038*** (0.001) -0.012 (0.176)
家庭平均年龄的平方/100 0.046*** (0.000) 0.003 (0.670)
家庭人均纯收入（万元） -0.019* (0.100) 0.006** (0.018)
家庭政治资本 0.026 (0.340) 0.133*** (0.000)
家庭最高教育年限 0.001 (0.730) -0.001 (0.905)
家庭重大决策者性别 -0.016 (0.358) 0.044** (0.020)
银行房贷（万元） 0.001 (0.783) 0.007*** (0.006)
其他的银行贷款（万元） -0.003 (0.566) 0.002 (0.377)
欠亲友的款项（万元） 0.007* (0.086) 0.009* (0.084)
民间借贷机构欠款项（万元） -0.005 (0.731) 0.011 (0.382)
家庭文化及人际交往

有无家谱、族谱 0.056 (0.122) 0.087*** (0.009)
过去一年有无祭祖扫墓 0.001 (0.978) 0.149*** (0.000)
亲戚间交往频次（以没有交往为参照项）

不常交往 0.016 (0.115) 0.156 (0.181)
偶尔交往 0.034* (0.097) 0.172* (0.086)
经常交往 0.021** (0.036) 0.190** (0.025)
邻里间和睦程度（以关系紧张为参照项）

关系有些紧张 0.064 (0.153) 0.158 (0.122)
一般 0.041 (0.204) 0.167 (0.119)
比较和睦 0.037* (0.081) 0.164* (0.069)
很和睦 0.071** (0.031) 0.232* (0.077)
家庭宗教归属 0.090** (0.012) 0.038 (0.254)
民族 -0.001 (0.832) -0.008 (0.138)
家庭区域位置

城乡划分 -0.025 (0.519) 0.108*** (0.002)
区域划分（以东部为参照项）

西部地区 0.011* (0.053) -0.058 (0.141)
东北家庭 0.008 (0.132) -0.074 (0.216)
中部家庭 0.019 (0.165) 0.081 (0.187)
自然灾害频发区 0.057 (0.149) -0.036 (0.315)
家庭所在村/居的经济状况 -0.037*** (0.001) 0.017 (0.126)
社会保障和慈善捐赠

政府补助（社会救助为主） 0.104* (0.059) -0.129** (0.034)
社会捐赠收入 -0.084 (0.752)
社会捐赠支出 2.008*** (0.000)
养老保险 -0.102*** (0.000) 0.079*** (0.000)
医疗保险 -0.665 (0.271) -0.128 (0.108)
LR统计量 506.84*** (0.000) 553.66*** (0.000)
有效样本量 5731 5712

注：*、**和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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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本文还注意到，当家庭重大决策者为男性时，其家庭越有可能对周围亲友实施接济，为女性时则越

容易受到接济，说明一些女性“当家”的家庭境况有可能更为艰难，接受亲友接济的情况更普遍，如失去

丈夫后由寡妇抚养子女并支撑家庭的情况。

在家庭文化及人际交往模块中，家族的凝结程度和联系紧密性对于家庭互助行为的发生有显著的

影响。诸如家谱、祭祖行为等是一个家庭和睦友善、敦亲睦族的体现，是家庭文化与内涵的象征。回归

结果显示，拥有家谱、族谱以及过去一年中有过祭祖、扫墓等家族集体活动的家庭更倾向于对亲友进行

接济。在家庭人际交往方面，与亲戚间的关系和交往对于互助行为比较重要，与亲戚交往达到偶尔程度

以上的家庭，其收到接济或接济他人的可能性越大，充分说明了亲属圈在传统互助行为中扮演的重要角

色。而与邻里间关系越和睦，家庭收到互助收入以及有互助支出的概率越大，尤其是邻里间关系达到比

较和睦的程度以上时，这种互助行为发生的概率更加明显。另外，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也更易获得接济，这

说明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引导向善、互助共济的作用。而民族变量则对互助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区域特征变量的分析表明，城市家庭较农村家庭不易获得互助收入，但较容易接济他人，且在检验

中表现显著。这或是因为相较于农村家庭而言，城市家庭的收入水平较高、抗逆力强，并且城市地区的

公共服务、保险与金融等市场发育完善，能够缓解风险、意外等事件带来的冲击，因而其出现互助支出

的概率大于互助收入的概率；相比东部地区家庭，西部地区的家庭更容易收到互助收入，支出的可能性

较小，这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公共服务供给不完备以至于西部地区家庭抗逆力较弱有较大的关

系。进一步地，处于自然灾害频发区对于家庭获得互助收入的影响为正，对于救济他人的影响为负，但

均不显著，这说明，在受到自然灾害冲击时，受灾家庭可能面临“自顾不暇”，其家庭社会网络内的经济

互助格局面临瓦解，从而使得家庭间经济互助行为反而趋于减少；另外，被访家庭所在村/居经济条件越
好，获得传统互助收入的可能性越小，出现互助支出的可能性更大。

在社会保障和慈善捐赠对家庭互助行为的影响方面，政府补助（以社会救助为主）的家庭获得传

统亲友接济的可能性更大，接济他人的可能性更小，说明家庭间的传统互相行为与政府的社会救助存在

“共进”关系，而不是挤出态势，在对贫困家庭的瞄准机制上，社会救助和传统互助有一定的共向性。同样

的关系也体现在社会捐赠支出对传统互助支出的影响上，家庭社会捐赠支出越多，其救助亲友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但是作为社会保险重要组成部分的养老保险则对传统互助收入形成“挤出”效应，即养老金

越高、越稳定的家庭收到来自亲友救助的可能性越小，接济他人的可能性越大，这说明中国的养老金制

度在保障公民家庭生活安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医疗保险对家庭互助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

暗示了社会医疗保险在分担居民健康经济风险方面的作用有限，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从收入额与支出额看中国家庭互助行为发生的程度

表4给出了以“传统互助收入额/支出额”为被解释变量的 Tobit 模型结果。与表3得出的结论相似，
传统救济资源更有可能从收入高的家庭流向收入低的家庭，自政治资本充足的家庭流向非充足家庭；自

然灾害的冲击往往造成传统家庭社会网络中经济互助格局“土崩瓦解”；政府救助与社会捐赠此时会成

为家庭渡过难关更可靠的依赖；家庭年龄状况与互助收入额呈现显著的正 U 型关系，对于支出的正 U
型关系则相对不明朗。家庭规模对家庭互助支出额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亲属圈内的交往和亲密程度则

对家庭间的传统互助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补助对互助收入有挤进效应，而社会捐助支出和养老

保险收入则对传统互助支出有挤进效应。不过，与表3给出的结论有些不同，一些影响因素在 Tobit模型
下虽维持了一致的趋势，但结果不再显著，如家庭老年人口数、家庭所处的村/居的经济状况等。另一个
有趣的发现是，这里家庭收入状况对传统互助收入额也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作用小于支出方面。

这个结果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收入越高的家庭怎么会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亲友资助？一个可能的解释

是，社会救助和传统互助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前者的目标是帮助因各种原因而陷入贫穷的家庭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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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征是资源（资金、物质等）从政府向个体或家庭的单向输送；而家庭互助既可能是富裕家庭对贫困

亲友的单向施助，也可能是家庭间双向的资源互通有无，不乏帮助亲友在追求更高生活质量时“锦上添

花”。总之，传统互助行为的出发点更多元化，受助者也不局限于贫困亲友。总体而言，两种模型下的影

响因素实证结果均较为一致，家庭收入情况、家庭政治资本、家族及亲属圈关系、社会保障制度及社会捐

赠因素对中国家庭传统互助行为的影响最为显著和重要。

表 4 中国家庭互助收入额/支出额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家庭互助 家庭互助

变量
家庭互助 家庭互助

收入额 支出额 收入额 支出额

家庭规模
-53.46 -164.82***

过去一年有无祭祖扫墓
214.29* 225.36

(0.159) (0.000) (0.078) (0.122)

家庭中老年人口
153.40 -80.29

亲戚间交往频次
-175.81*** -197.63*

(0.121) (0.498) (0.010) (-0.015)

家庭中未成年人口
-22.29 113.46**

邻里间和睦程度
-131.1* -6.04

(0.641) (0.048) (0.059) (0.942)

家庭平均年龄
-85.44** -53.31

家庭宗教归属
-9.26 69.61

(0.019) (0.224) (0.945) (0.667)

家庭平均年龄的平方/100
79.46* 31.12

民族
12.55 -14.45

(0.014) (0.422) (0.555) (0.571)

家庭人均纯收入（万元）
38.47*** 42.03***

城乡划分
95.92 226.84

(0.005) (0.010) (0.508) (0.192)

家庭政治资本
77.25 474.10***

区域划分
-118.89** 10.88

(0.438) (0.000) (0.019) (0.858)

家庭最高教育年限
1.867 4.675

自然灾害频发区
51.46 28.12

(0.875) (0.742) (0.724) (0.857)

家庭重大决策者性别
21.16 35.07

家庭所在村/居经济状况
-50.26 13.46

(0.761) (0.674) (0.247) (0.796)

银行房贷（万元）
13.79 5.05

政府补助
517.21** 300.35

(0.261) (0. 731) (0.017) (0.570)

其他的银行贷款（万元）
3.234 4.17

社会捐赠收入
-1254.93

(0.781) (0.765) (0.195)

欠亲友的款项（万元）
48.586** 0.169

社会捐赠支出
2385.19**

(0.040) (0.993) (0.040)

民间借贷机构欠款（万元）
-49.76 25.58

养老保险
-55.87 620.69***

(0.364) (0.697) (0.246) (0.000)

有无家谱、族谱
-171.4 300.35*

医疗保险
99.077 -171.67

(0.206) (0.064) (0.657) (0.522)
有效样本量 9283 有效样本量 9283

注：*、**和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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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讨论了包括家庭客观条件、家庭人际交往、区
域特征以及社会保障和社会捐赠在内的多个因素对于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影响，以期深入认识传统家

庭互助在现代社会的存续状态。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有互助收入的样本家庭占比明显低于接受政府扶

助的家庭比例，但互助收入的总额和均值均高于政府扶助；无论是收入还是支出，家庭互助都高于社会

捐赠。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网络对于互助行为的可能性和收支额都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个体家庭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与亲友联结越深、家族文化越深厚，这种互助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

大。社会救助收入、家庭负债情况则与互助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家庭社会救助收入越多、负债情

况越严重，其获得来自亲友帮扶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家庭收入、家庭政治资本、养老保险收入及社会捐

赠支出等因素则与互助支出形成正向关系。同时，我们还发现，家庭平均年龄与互助收入呈显著的正 U
型关系，说明新组建的年轻家庭及年龄较大的老年家庭更有可能获得来自家庭网络内部的接济。

上述研究结果的意义在于：（1）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家庭互助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广泛存在，其强度
甚至超过了政府救助。（2）揭示了家庭互助与社会保障、慈善捐赠的互动关系，其中政府救助对家庭互
助有挤入效应，而社会保险和慈善捐赠对家庭互助有挤出效应。（3）让我们看到了家庭互助既有传统的
一面，也有现代的一面。就前者而言，传统性越强的家庭，发生互助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如亲属、邻里关

系的紧密程度，宗教、自然灾害等的影响基本上都与家庭互助行为的发生正相关；就后者而言，现代社会

中的家庭互助不再是单纯的济贫，它的出发点已经多元化。因此，在中国目前社会保障碎片化、保障水平

还不高、慈善事业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存在于家庭社会网络内部的互助资源流动，对于家庭尤其是农

村地区的家庭获得经济帮助，进而保障和提高其生活及福利水平有重要的作用。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

家庭间的互助行为应该得到相应的保护与支持，公共政策特别是家庭政策需要对家庭互助的发展加以

引导和激励，充分发挥家庭互助在补充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现代社会变迁所

带来的风险暴露甚至放大了家庭互助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仅能通过对截面数据的分析，论证当前中国家庭互助行为的广泛存在性及其

影响因素，却无法捕捉到这种行为长期的变迁情况。这使得我们无法确定，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

善和慈善事业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传统互助行为长期的变动趋势究竟如何？它是否正在被“挤出”而

逐渐“消弭”，还是在中国浓厚的传统家庭（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下，仍然将广泛而长久地延续下去？这

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观察和探究。

（感谢宋心璐的前期资料搜集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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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Help Each Other
A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utual Aids among Chinese Families

Zhang Qilin, Liu Erpeng & Zhou Yime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moder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traditional mutual aid
behavior is quietly changing. In this paper, we employed the latest round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o tes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family mutual aid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mily mutual assistance is still widespread and profound in current era, the larger the social
network of families, the deeper the connection with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the more traditional
the family culture,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of traditional mutual aid.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ssistance income, family debt situation and mutual aid income.
Household income, family political capital, pension insurance income and social donation expenditure
and other factor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mutual aid expenditure. In addition, the newly formed or
elderly families were more likely to receive assistance from their family network. We also found that,
in case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 original “internal assistance pattern” would come to collapse because
families were unable to protect themselves, even though they used to have close ties.

Key words mutual aids among families; Shouwang Xiangzhu（守望相助）;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Probit model; Tobi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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